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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上海， 成长在上海， 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被送回安徽， 上了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

这是一群 “候鸟学生”， 学校上一个月课放 10 天假， 放假的时候学校安排车送他们回上海。

他们的户籍在安徽农村， 但心中的家在上海， 虽然那里没有他们的户口、 房子， 但有他们的父母。

要么是流动儿童， 要么是留守儿童， 甚至是既流动又留守的再迁儿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冠以这样的名称。

“我不想给他们污名化， 只是想用这个名称凸显他们依然面临教育的障碍。” 韩嘉玲说。

近日发布的 《流动儿童蓝皮书：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 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 发展特征、 入学政策、 升学政策等问题， 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

的现状， 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 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 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 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 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

梳理， 展现了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动态。

蓝皮书指出，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之下， 产

生了两类新的流动儿童群体： 回流儿童和再迁

儿童。 前者受限于升学政策或城市人口疏解政

策， 选择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读书， 而后者则

选择“离城不返乡”， 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

市， 或家乡周边的城镇学校就读。

两类儿童流动的现象之下还伴随而生了

“随迁父母”， 即家庭为了子女教育选择让一方

父母进行陪读， 照料其子女生活， 为了教育而

再次流动。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 表面上是面临不

同境况的两种人群， 实际上却是身份可以相互

转换的同一群体。” 韩嘉玲说。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现象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伴随着我国人口城乡大迁移而产生。 大

量农村人口为改善家庭生计涌入城市， 在城市

长期生活， 生儿育女， 他们的孩子可能随父母

在城市生活， 成为流动儿童， 或者留在家乡生

活， 成为留守儿童。

蓝皮书显示， 2005 年至 2010 年， 我国流

动儿童数量由 2533 万人增加至 3581 万人， 到

2015 年降至 3426 万人。 但是， 不同年龄段的

流动儿童规模变化趋势截然不同， 低龄段人数

在增加， 大龄段人数在减少。 比如， 2010 年

至 2015 年， 15 岁至 17 岁的流动儿童规模减

少了 264万人。

这是因为， 一部分早年跟随父母外出务工

的儿童， 在高中阶段返回家乡。

据蓝皮书分析， 从国家政策方面看， 我国

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可概括为： 明确保障

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落实地方政府的责

任。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 各区域又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了不同政策， 因而流动儿童教育政策

呈现出较强区域特征。

比如，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经济

带吸引了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 2015 年， 全

国流动儿童大约四分之一集中于这 3 个经济

带。 自 2014 年开始， 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开

始疏解人口， 流动儿童在这些地方的入学门槛

提高了。

在差别化落户的政策下， 各地纷纷建立以

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并不

断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韩嘉玲认为，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彰显了流入地政府为常

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担当， 但从现实层面来

看， 部分城市对常住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仍有

待加强。

韩嘉玲带领研究团队在 2018 年到 2019 年

之间， 选取了上海城市周边的 4所学校， 包括

两所中学、 两所小学， 访谈调查了 100 多名从

上海返乡求学的学生， 他们多数人在上海出生

长大， 为了上学独自返乡， 到寄宿制学校求

学。

在访谈中， 研究组了解到很多孩子返乡后

身上长出疹子， 当地人认为是“水土不服”，

建议把上海带回来的土和当地的水合到一起，

让这些孩子喝下去， “水土不服” 的症状就可

以不治而愈。 据他们说， 很多孩子的疹子真的

通过这样的办法治好了。

事实上， 除了身体上的“水土不服”， 回

流儿童返乡后还面临诸多方面的不适应。

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 很多孩子在上海

等大城市长大， 当他们回流到二三线小城市

后， 生活环境一落千丈， 寄宿制学校的窗户外

大都是农田或郊外， 和上海的环境有天壤之

别。 有的学校住宿条件也不好， 使一些孩子出

现健康问题。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 还体现在学业

上。

由于学制和教学内容的差异， 一些回流儿

童在学习上感觉很吃力。 比如， 上海实行的是

五年小学四年初中制。 返乡之后， 当地实行六

年小学三年初中制， 很多孩子在学业衔接上有

很大困难。

学校文化的突变也给回流儿童带来困难。

家乡的老师喜欢说方言， 没有从小生活在当地

的孩子难以理解老师的讲课内容。

还有， 师生关系也发生转变， 很多孩子反

映， 上海的老师非常有幽默感， 师生关系融

洽， 返乡之后发现家乡的老师比较凶。

他们跟当地学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在待

人接物和礼貌用语方面有很大差异。

寄宿制学校的封闭管理， 让回流儿童像被

关进笼子里的小鸟。 他们有很大心理落差， 开

始寄宿后不但思念父母， 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和被抛弃感。

蓝皮书基于 2015 年 10 月在河北和四川 5

县 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17000 多名四、 五年

级学生的调研数据， 对回流儿童的基本特征、

学业与心理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数据发

现：

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

的主要原因。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 回流儿童

的学业成绩更差， 留级比例也更高， 达到

22%。

而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 无论是回流儿童

还是非回流儿童， 抑郁的风险都在 60%左右，

其中， 回流儿童的抑郁比例更高， 达到

64.26%。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宋映泉发现， 很多孩子是上了幼儿园或者一

二年级回流。

“他们在城市的时候， 心理状况算是好

的， 只是回去以后大部分学业表现不好。 他们

不开心， 不是简单的不开心， 是相对其他群体

显得抑郁水平较高。 当然， 如果父母陪着回去

的孩子心理状况会好一点， 更早回去的话， 可

能孩子的学业受影响稍微弱一点。” 宋映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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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教育“进退两难”的尴尬

新型城镇化下的流动儿童

回乡后的“水土不服”

蓝皮书还提出了一种此背景下不同于

从城市“回流” 乡村的流动新现象： 部分

家庭选择让子女“离城不返乡”， 在大城

市附近的中小城市辗转就读， 或是让儿童

回流到户籍所在地的城镇接受教育。 其

中， 选择让子女再迁去附近城市就读的重

要原因是便于流动家庭的团聚， 而选择让

子女回流但不返乡， 去往就近城镇的学校

就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质量。 二者的

共同特征， 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再次

流动。

新的再迁儿童现象跳出了传统“城

市—乡村” 的钟摆式流动模式， 背后是不

同流动家庭对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家庭选

择与父母期待。

依靠就近城镇化、 教育市场化以及家

庭内部再分工， 农民工家庭子女在城市间

的再次流动成为可能。 这种流动现象的特

质、 机制及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和进一步考

察。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脊梁， 流动儿

童、 留守儿童如果教育不好， 影响社会稳

定、 和谐等结构性问题就会出现。” 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王春光表示。

2000 年以来，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目

标下，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保障

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没有人口疏解压力的中小城市逐步放

开落户条件， 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也更加

宽松。 但在北京、 上海等特大城市， 在严

控人口规模的要求下， 纷纷出台各类人口

疏解政策， 流动儿童的教育形势愈发严

峻。

蓝皮书建议， 地方政府应加快落实中

央要求， 以常住人口为指标来制定公共服

务和资源配置规划。 从基本公共服务普遍

性原则出发， 更关注社会底层群体。

流入地城市应扩大学位供给， 简化积

分项目和入学程序， 同时， 加强信息公开

与数据共享， 以更精准地提升流动儿童的

公共服务。

随着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进

一步修订和完善、 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破

解， 流动儿童平等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

政策性障碍将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流动儿

童的社会融入将成为考验全社会包容性的

重要方面。

社会融入不仅仅是流动儿童与家庭单

方面地融入主流社会， 更需要流入地社会

对流动儿童的接纳与包容。

蓝皮书倡导本地家庭改变对流动儿童

的刻板印象， 鼓励孩子与班级、 学校中的

流动儿童交往。 学校应积极创造本地儿童

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机会， 增进双方的互相

了解。 同时， 还应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交融与

学习。

（综合整理自民生周刊、 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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